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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odernization is or-
der construction. The basic types of order construction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state-dominated 
and social-dominated.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order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eep-seated influence of feudalism, the turbul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difficult task of 
crossing the “Caifuding Grand Canyon”. Therefore, to construct the modernity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advance from power transfe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enefit game 
and multi-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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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而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就是秩序建构，秩序建构的基本类型主要分为国

家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当前，中国现代性秩序建构面临着，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国际局势动荡不定、

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任重道远等现实困境。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秩序，必须从力量转移、结

构转型、利益博弈、多元整合等路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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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现代性问题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代性作

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 

2. 秩序建构的基本类型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移的产物，是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型的结果。

在过去几百年间，“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与往日的世界存在着质的

不同。甚至那些拒不同意确认进步的进化论假说的人们，也承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差异”[1]。站在世界

历史的高度看，现代性似乎是人类的宿命，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都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从理论上

说，现代性已经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概念，需要从高度和深度上对其进行认识。从实践上说，世界各国各

民族各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状况，在现代化国家秩序建构中，必然会有不同的路径。

概括起来，秩序建构可分为两大类：国家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 

2.1. 国家主导型 

从历史缘源上追溯，中国、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东方国家，古代都属于精英统治的国

家，威权理念较为浓厚。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秩序建构就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型。以苏

联为例，在苏联的现代化起步和运行中，国家控制和掌握着现代化的全部进程，“国家”在此进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国家的全部财富、人民的命运、以及一切经济计划和国家发展前途都与国家紧密相联，国

家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政策实施的领导者、组织者、贯彻者和监督者。可以说，

国家主导型的特质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国家积极调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掌

握着经济命脉，能使整个社会比较容易地置于有计划的组织秩序之中，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专政体制下，国家权力的过高集中，容易带来基层职能的相对弱化，一些西方国

家正是抓住这一弱点，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国家主导型国家的

紧迫使命是对漫长专制社会形成的“朕即国家”等传统观念的克制。  

2.2. 社会主导型 

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建构大多遵循社会主导型路径。相对国家主导型而言，社会主导型的秩序建构

更显得自由和开放。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扎根于神启宗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与启蒙理性

对神启宗教的克服结伴而至，表现为“祛魅”的世俗化和理想化过程，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通过资产



莫东林 
 

 
740 

阶级革命的推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

破坏了。它把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

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怀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2]。这一体制下，金钱等社会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干预较少，“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

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所以说，资产阶级社会主要满足的不是社会整体的需求，而是个人的

欲求。如果欲求超出生理本能，进入到心理层次，就演变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

本拜物教”等普遍社会心理，利益最大化成为整个社会的终极追求。各领域上对此，巴巴利特在《公民

资格》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多半是从社会结构中先排除那些会阻碍近代公民资格进展的阶

级力量”[4]，而这种维护资产阶级所谓“公民资格”的行径，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正如

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

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5]。 

3. 中国现代性秩序建构的现实困境 

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缓慢，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1949 年之前中国一直是“现代化的边缘者、落伍者、

更是挨打者、失败者”[6]。1949 年之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依然举步维艰，现代性秩序建构面临的现实

困境依然存在。 

3.1. 封建影响根深蒂固 

现代性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与封建主义相对立。而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逐步形成了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力推行，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社

会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秩序中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而在中国

的历史上，为寻求发展中国的现代性，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进行过激烈斗争。辛亥革命推翻清政

府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

没有对封建思想体系进行彻底清算和猛烈抨击，最终反被封建思想所俘虏，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掠夺。随

之而来的军阀专制便代替了君主专制，封建思想仍散发着腐朽的臭气弥漫在中国大地，封建势力仍占据

主流。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更激烈地抨击封建制度，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开

启了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的新篇章。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

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

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7]。而“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

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8]。“五四”运动，虽在政治斗争中反帝目标强烈，

但在思想领域反封建主调变得微弱，它对孔学的批判流于表面，对儒学理论批判不力，反封建并不彻底。

特别是蒋介石上台后，为了维护既得统治，蒋介石把一向以维护礼乐秩序著称的儒家思想变成国民党的

维稳工具，封建势力在中国又开始抬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与封建势力做斗争，通过一系

列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阶级，但封建思想依然存在。 
近年来，封建思想在中国又有萌芽的倾向。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假

借“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倡导的弘扬传统文化之风，提出全面继承和学习传统儒家文化，大肆鼓吹复兴

其所谓的“儒学”，他们甚至提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

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主精神的正统思想”[9]，借混入许多封建糟粕思想的儒学来冲击马

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当前，继承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是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但并不是不加批判地

照单全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的选择，更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这是不容任意串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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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封建势力在中国仍具有一定生命力，致使中国现代性建构面临重重干扰。 

3.2. 国际局势动荡不定 

现代性秩序建构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独立形态，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载体。在起源上，中国

的现代性不是自然出土的，它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才被迫生长，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而是

来自西方。所以，“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化不足、理性现代化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

陷”[10]。而中国的现代性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因此，近代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主要是启民族救亡

之蒙。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近代以来面临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外来殖民压迫。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

门，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主权也开始逐渐丧失。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的有识

之士进行过一系列的民族斗争。从义和团起义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寻求民族独

立而奔走效劳，但最终还是失败，民族危机依然严峻。直到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才真正独立。而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受到帝国主义在政

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包围，民族独立依然是不变的主题。 
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致使国际局势紧张，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不变的主题。一方面，

霸权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推行权力政治，对一些国家进行主权干预和政治干涉，“通过程序化的道路，

借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修订权来规范他国”[11]。而中国的日益崛起，成

为其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

并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不签署《京都协议书》，这多方面行为都是违背国际规制和国际舆

论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建立一种所谓的“国际新秩序”，

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进行“价值观之战”。当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霸权主义国家的权力政

治仍将继续弥散在国际社会中，对中国不友好、对中国的挑衅和威胁仍然存在，并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

代性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2]。 

3.3. 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还任重道远 

现代性秩序最初是引自于西方，现代性问题传入中国时，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步入向帝国主义的过度

阶段，它的弊端在逐渐暴露，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面临一个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

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的流派试图避开资本主义的弊端，但都没用成功。一开始

学习西方工业文明，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中

国文化和制度高于西方，仍然保留着中国的“体”，只学习西方的“用”(先进技术)就够了，便兴起洋务

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却败给了东方小国日本。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物器的学习转向文化制度的学习，

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行变法、实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骨子里依然是封建专制。再

接着就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学习西方精神文明，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愚昧与专制，同时又自

觉地用西方现代文化来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崩瓦解。到蒋介石执政时期，代表

着大资产阶级和大财团的利益，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相反，仍然是西方帝国主

义的附庸。 
建国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

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13]。因此，为避开资本主义现代性

的弊端，提出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

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又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课题。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对

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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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先天不足，基础薄弱的问题，外加严峻复杂的国

际环境的影响，因而犯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时空压缩”的

形式加速了历史、社会和经济等三大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浓缩了世界发达国

家将近三百年时间所走过的路程。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更为复杂，矛盾交织更为严重，既有传统社

会主义矛盾、新社会主义矛盾和现代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和后现代矛盾，

同时新的矛盾还在不断滋生。正如赵汀阳所言，“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尤其难以理解的社会，

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

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15]。 

4. 秩序建构的路径 

建构现代秩序，首先从领域分离开始，即：“力量转移–结构转型–利益博弈–多元–整合凝聚，

最终才走向秩序构建”[16]。在现代化进程中，它是以市场经济所塑造的经济结构与以市民社会所培育的

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共同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1。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说，“作为公共领域的

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利分离开来，而在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形式

之中，它们原本是整合在一起的”[17]。比如说，在西方即使国家政权开始动摇，坚固的市民社会结构依

然可以承载社会秩序。而在中国却不行，中国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要大于西方，而自主性却低于西

方社会。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性而言，最迫切的任务是推进“领域分离”和“结构转型”，构建

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结构，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型社会结构。 

4.1. 力量转移 

“社会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动态呈现就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主导力量的转移

与变迁。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自然也就不同”[18]。因此，历史

阶段和历史形态的更替，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力量的转移。比如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农业社会走向

商品经济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社会就从对“人的依赖关系”走向对“物的依赖”再转向对“商品和雇佣

劳动的依赖”。从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再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就是从权力力量主导社会历史转

向资本力量主导社会再走向能力力量主导社会。从力量转移上看，行政权力经资本权力走向人的自主创

新能力，或由权力驱动到物质驱动再到创新能力驱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

是权力驱动型社会；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是物质力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而当前，

中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论断，创新能力将成为“力量转移”中主导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

猛进，从“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对“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大，

资本统治与权力统治共存。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权力思维和物化思维的盛行，致使个体普遍缺乏独

立性与自主性，整个社会创新性不足。同时，在时空压缩的影响下，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

很多问题。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需要执政党纯洁作风、严明纪律、

高超本领，以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经济、物质驱动力。能用经济方式

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强制手段处理，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问题就不用政府过多干预。同时，还需运用知识、

思想与创新的力量。用现代化的知识来管理社会，不断加强思想引导和创新管理方式。特别要注重挖掘

思想的力量，运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整合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1领域分离主要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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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转型 

当社会的力量转移后，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既逐步形成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型政府三者之间的新型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独立，主要依附于政治

力量，社会结构是政府管制型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是领域分离过程，分离的结

果就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是结构转型的过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结构均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

国奇迹”，而这些变化取之于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随着领域的逐渐分离，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公共

服务型政府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在市场经济领域，结束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转变，使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组织中，公

民意识已经觉醒，社会组织也开始发挥应有作用；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

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现在中央所提出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加强社会建设’、‘建

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反映我国正在发生结构转型的趋势”[19]。社会结构转型，正在引起整

个社会结构的排列组合，形成“混合型结构”。比如说，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我国传统的社会

结构就发生了改变，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必然要利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混合性经济结构；社会组

织的出现，必然使公民参与在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社会领域，就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导、

社会组织为参与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移”和

“领域分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混合结构”。“社会结构转移”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由于它所内含的某种宏观社会学的描述性意义已经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该解释传达的信

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性改变，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或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之显形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

与道德信仰之隐形结构的革命性改变”[20]。“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创造制度条件，释放制度活力，

健全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1]。 

4.3. 利益博弈 

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力量的转移和结构的转型，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就产生多

种价值利益的博弈。正如孙立平所言，“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

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22]。人民在

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由此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卢梭早

在 1749 年写下的断言就警醒我们“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想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

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近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

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23]。利益博弈本是市场经济和

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满足人自身

需求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当绝对的致富欲和贪欲占统治地位时，就会产生冲突，“冲突不可避免地

由诸如财富、权利、声望及其他产品的不平衡配方引起的，人民总是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占有的稀

缺资源的数量。而那些已占有较多资源的人，总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因此，他们常常使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手段控制自己的地位。但是又因为受控制的人并非乐意总处

于屈从和被控制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冲突”[24]。诚然，在利益博弈中，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

会有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的产生，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人民的“安全网”。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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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对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才能提高，社会对立情绪才

能缓解。而在利益博弈之中，需要一个“裁决者”顾及大家，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

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满足的，因此，应当由一个超越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

[25]。而这个裁决者就是法律。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制国家。在“面对不同

群体利益诉求，面对利益最大化期许，唯以利益博弈思维处之，进而形成有效方法、对策、机制等，才

能使各方面找到利益平衡点，才能使问题的解决不会越出理性的范畴”[26]。 

4.4. 多元整合 

随着利益格局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必然由一元走向多元。因此，现代化建构过程

中，就不能排他性的一元论，而因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包容思想的多元性，并在整合凝聚中建构符合

大众的核心观念。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如果只有‘多’而没有‘一’，必然分化；如果只有‘一’而

没有‘多’，必然僵化”[27]。而事实上，分化和僵化都应避免，因在“竞争的合作”中，倡导主旋律，

尊重多样性。特别是在两级格局打破后，世界进入多极化趋势，这种趋势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多极化，

各种思念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充斥着主流思潮。 
伴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也跟着发生转变，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需要唱响主旋律，倡导宽容并蓄，理性引导舆论，适度管理网络，在整合凝聚中发展“正能量”。在思

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人民关于

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

[28]。而在整合凝聚价值观的同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基本思想；要体现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要反映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要最

大限度地表达社会共识；要便于传播和记忆”[29]。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剧变的根

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

盾上犯了错误。无论在何种制度的国家，社会意识可以“多元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内在表现，

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化”。如今，我国的现代化建构仍然处于结构转型期。在思想意识建

构中，我们面对内外合力的冲击，对外我们受到西方的“普世价值”的挑衅，对内我们受到“儒化”思

潮的干扰。因此，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中，既要坚持主旋律，包容各种思想交锋、交流和交融，避免思

想僵化的同时，也要具有主导性，引导社会各种思潮求同存异，避免分化。而避免僵化、分化的关键是

打破既得利益，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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